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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对围产儿死亡率的影响研究

杜两省　 刘　 斌　 范　 丹∗

摘要:大气污染正在严重威胁居民健康ꎬ而围产儿作为敏感群体更容易受到大

气污染影响ꎮ 本文选取中国省际面板数据ꎬ以围产儿死亡率作为公众健康的代理指

标ꎬ采用空间自滞后模型分析大气污染的溢出效应对围产儿死亡率的影响机制ꎬ并

进一步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捕捉大气污染的溢出效应对本地区围产儿死亡率的非线

性特征ꎮ 研究发现ꎬ大气污染浓度的增加是围产儿死亡率显著增加的主要因素之

一ꎬ但邻近地区的大气污染浓度增加并未增加本地区围产儿死亡率ꎮ 基于面板门槛

模型的研究发现ꎬ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临近地区的大气污染对本地区围

产儿死亡率产生差异化抑制作用ꎬ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ꎬ抑制作用愈加增大ꎮ

因此ꎬ政府在重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ꎬ更应注重提高居民健康保护意识ꎬ完善敏

感人群特别是婴幼儿的健康管理ꎬ降低空气污染对胎儿健康的负面影响ꎮ

关键词:大气污染ꎻ空间自滞后模型ꎻ面板门槛模型ꎻ公众健康

一、引言

目前ꎬ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期ꎬ人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已经上升为

建设“健康中国”国家战略任务之一ꎬ而大气污染问题仍是威胁国民健康的突出问题ꎮ 经合组

织(ＯＥＣＤ)在国际交通论坛 ２０１４ 年年度峰会上发布空气污染成本评估报告ꎬ指出“室外空气

污染导致每年在全球有 ３５０ 万人死亡ꎬ由此造成的健康成本每年高达 ３.５ 万亿美元ꎮ 其中ꎬ中

国的死亡人数约为 １２０ 万ꎬ约占总死亡人数的五分之二ꎬ经济损失约为每年 １.４ 万亿美元”ꎮ

事实表明ꎬ我国正面临着严峻的大气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问题ꎮ Ｄａｄｖａｎｄ 等(２０１３)分析了 ９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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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１４ 个研究中心的 ３００ 万新生儿资料ꎬ发现在空气质量严重污染区域生活的孕妇更容易

产下体重低于 ２.５ｋｇ 的低体重儿ꎬ这更容易导致婴儿死亡、发育不良等情况发生ꎬ这表明孕妇

和胎儿易受到周围空气质量的影响ꎮ 围产儿死亡率①是体现国家社会经济和医疗发展水平的

衡量指标之一ꎬ因此识别大气污染对围产儿死亡率的影响机制对实行“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

要意义ꎮ

既有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ꎮ 第一类文献主要采用危险

度定量评价方法对暴露于高浓度大气污染下的人群健康损失进行评估ꎻ第二类文献主要利用

计量模型识别大气污染的健康效应ꎮ 就前者而言ꎬ主要采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泊松

回归模型对大气污染的人体健康影响进行风险评价和健康损失评估ꎮ 谢鹏等(２０１０)、陈仁杰

等(２０１０)、黄德生和张世秋(２０１３)分别对珠江三角洲、中国 １１３ 个城市和京津冀地区的

ＰＭ２.５、ＰＭ１０等主要大气污染颗粒物浓度进行健康风险评价ꎬ表明暴露于高浓度大气污染下会

对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和居民死亡率等人群健康终点产生不利影响ꎮ 健康损失评估的

方法常见的有两种ꎬ疾病成本法(ＣＯＩ)将大气污染所造成的总成本分为直接医疗成本和间接

社会成本ꎬ主要量化高浓度大气污染所导致的住院、门诊治疗及患病等健康终点的经济损失ꎻ

支付意愿法(ＷＴＰ)在进行健康损失评价时考虑了大气污染所造成的精神、心理上的无形损

失ꎬ主要用于早逝和慢性支气管炎健康终点的衡量(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ꎻ陈仁杰等ꎬ２０１０ꎻ黄德

生、张世秋ꎬ２０１３ꎻ谢元博等ꎬ２０１４)ꎮ 为了衡量年龄结构对健康损失评估的影响ꎬ穆泉和张世

秋(２０１５)采用统计寿命年对过早死的健康损失进行了评估ꎮ 上述文献均采用医学上的泊松

回归模型对大气污染健康效应进行评估ꎬ无法对大气污染的健康效应进行严谨的识别ꎻ另外ꎬ

医学领域的文献大都忽视了大气污染的内生性问题ꎬ故其结论和政策含义需要谨慎斟酌(陈

硕、陈婷ꎬ２０１４)ꎮ

很多学者开始借用计量经济学中的方法解决大气污染的内生性问题ꎬ研究大气污染对公

众健康的影响ꎮ Ｃｈｅｎ 和 Ｏｌｉｖａ 等(２０１８)以逆温次数作为大气污染的工具变量ꎬ研究发现大气

污染会增加居民精神疾病患病率ꎮ 将在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Ｃｈｅｎ 和 Ｇａｏ 等(２０１８)同样以

大气层的逆温现象为大气污染的工具变量ꎬ发现大气污染浓度会危害学生的健康ꎬ影响在校

生的出席率ꎮ Ｃｈｅｎ 等(２０１３)以中国淮河为天然分界线ꎬ研究发现北方冬天的采暖行为加剧

了北方的空气污染情况ꎬ并导致北方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比南方居民缩短了三年半ꎮ 考虑大

气污染的健康影响ꎬ死亡率是常见的也是最广泛应用的健康生命终点指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２００９)ꎬ

但相对于成年人死亡率ꎬ婴儿死亡率指标更能准确地反映大气污染对于健康的影响(Ｌｕｅｃｈ￣

ｉｎｇｅｒꎬ２０１４)ꎬ可能的原因在于:成人死亡率中包含年老而自然死亡的年老者ꎻ由于移民现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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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围产儿死亡率指孕满 ２８ 周或出生体重≥１０００ 克的胎儿(含死胎、死产)至产后 ７ 天内新生儿死亡数与

活产数 (孕产妇 )之比ꎬ一般以‰表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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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ꎬ无法断定长期内其死亡是由于之前居住地还是当前居住地的环境影响ꎬ存在很大的不

确定性ꎻ并且相对于成人来说ꎬ婴儿更容易受到周围大气质量的影响(Ｐｏｐｅꎬ２０００)ꎮ 因而很多

学者从实证角度对出生婴儿群体进行研究ꎬ并发现大气污染浓度的上升将会提高婴儿低体重

率和婴儿死亡率(Ｓｔｉｅｂ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Ｌｕｅｃｈｉｎｇｅｒꎬ２０１４)ꎮ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和 Ｈａｎｎａ(２０１４)对印度治

理水污染政策和大气污染政策进行政策评估ꎬ研究表明印度大气污染政策显著降低了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等颗粒物浓度ꎬ并显著降低了印度婴儿的死亡率ꎻＫｎｉｔｔｅｌ 等(２０１１)进一步将居住

地气候因素纳入研究框架ꎬ发现在研究大气污染和婴儿死亡率时忽视气候因素将导致结果被

高估或者低估ꎻＭｅｄｅｉｒｏｓ 等(２００９)研究发现母亲暴露于大气污染中的程度越大ꎬ早期新生儿

死亡的概率越高ꎬ围产儿死亡率也越高ꎮ 以上研究均表明ꎬ大气污染浓度的提高对居民预期

寿命、呼吸系统疾病、婴儿死亡率等确实存在消极影响ꎮ

综合既有研究可以发现两点不足:首先ꎬ国外学者对婴儿群体健康的研究文献很丰富ꎬ但

国内针对婴儿健康的文献相对匮乏ꎬ说明国内学者对于这方面的关注度还不高ꎻ其次ꎬ已有文

献仅仅考虑单个区域的大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ꎬ很少考虑空间单元之间的关联性和异质

性ꎬ忽视了大气污染的溢出效应对健康的关联影响ꎮ 由于大气本身存在的流动性属性和区域

间的经济联动性ꎬ大气污染的空间相关性会愈加明显ꎬ邵帅等(２０１６)、李欣等(２０１７)得出雾

霾污染具有空间效应ꎬ邻近地区 ＰＭ２.５浓度提高会显著提高本地区 ＰＭ２.５浓度ꎮ 孙涵等(２０１７)

虽然从空间的视角下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空气污染的健康效应ꎬ但其在 ＰＭ２.５或 ＰＭ１０数

据获取过程中采用先国内后国外的原则ꎬ由于两者数据统计口径不同ꎬ导致其数据缺乏准

确性ꎮ

为了解决既有不足ꎬ本文选取围产儿死亡率作为公众健康的代理指标ꎬ从加拿大戴尔豪

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获取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中国 ３０ 个省份 ＰＭ２.５浓度数据ꎬ采用空间自滞后模

型(ＳＬＸ)分析大气污染及其空间滞后项对围产儿死亡率的影响ꎬ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捕捉其

非线性特征ꎮ 本文的研究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解决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问题ꎬ第三部分

是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结果ꎬ第四部分是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ꎮ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一) 模型设定

由于样本数据大多与空间相关ꎬ空间单元之间的异质性和相互关联性导致了经典传统计

量经济学模型样本点不再满足独立同分布的古典假设(周建等ꎬ２０１６)ꎬ为了处理异质性和相

关性ꎬ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大气污染的健康效应进行分析ꎮ 选取空间自滞后模型(ＳＬＸ)

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ꎬ从模型本身来看ꎬ空间滞后模型(ＳＡＲ)和空间误差模型(ＳＥＭ)无法

测度大气污染空间滞后项对于公众健康效应的影响ꎬ且相比于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ꎬ空间自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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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表现形式更加简单ꎻ其次ꎬ从数据角度来看ꎬ公众健康并不类

似于宏观变量、大气污染等具有很明显的空间相关性ꎬ故空间自滞后模型更适合本文的研究

框架ꎮ

基于上述观点ꎬ本文选用空间自滞后模型来描述大气污染的健康效应ꎬ基准模型设定

如下:

ｌｎｙｉｔ ＝ α ＋ β１ ｌｎＰＭｉｔ ＋ β２ＷｌｎＰＭｉｔ ＋ θｌｎＸ ｉｔ ＋ μｉ ＋ λ ｔ ＋ εｉｔ (１)

式(１)中ꎬ ｉ代表省份ꎬ ｔ代表年份ꎬ ｌｎｙｉｔ 代表被解释变量公众健康ꎬ α为常数项ꎬＷ代表空间权

重矩阵ꎬ ｌｎＰＭ 代表核心解释变量大气污染ꎬ β１ꎬβ２ 代表大气污染和大气污染空间滞后项的估

计系数ꎬ ｌｎＸ 代表控制变量ꎬ θ 代表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ꎬ μｉ 代表个体效应ꎬ λ ｔ 代表时间效应ꎬ

εｉｔ 表示白噪声ꎮ

考虑到本地区的经济差异性使大气污染空间滞后项的健康效应产生不同结果ꎬ即大气污

染浓度的空间滞后项和公众健康水平之间可能会随着经济的差异表现出非线性时变特征ꎮ

而“门槛回归”作为一种非线性计量模型ꎬ能够从样本数据内生地估算出门槛值ꎬ然后检验其

估计参数的显著性ꎮ 因此ꎬ本文另构建面板门槛模型ꎬ试图捕捉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阈值点ꎮ

由于模型可能存在多个门槛值ꎬ故构建多门槛面板门槛模型ꎬ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ｔ ＝ μｉ ＋ α１ ＷｌｎＰＭｉｔＩ(ｌｎＧＤＰ ｉｔ ≤ λ１) ＋ α２ ＷｌｎＰＭｉｔＩ(λ１ < ｌｎ ＧＤＰ ｉｔ ≤ λ２) ＋  ＋

αｎ ＷｌｎＰＭｉｔＩ(λｎ－１ < ｌｎＧＤＰ ｉｔ ≤ λｎ) ＋ β Ｘ ｉｔ ＋ εｉｔ (２)

式(２)中 ｉ 代表省份ꎬ ｔ 代表年份ꎬ ｙｉｔ 代表被解释变量公众健康ꎬ ＷｌｎＰＭ 代表大气污染浓度的

空间滞后项ꎻ Ｉ() 代表示性函数ꎬＧＤＰ 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ＧＤＰ)ꎬ α１ꎬα２ꎬꎬαｎ 分别代

表门槛变量处于各门槛区间时大气污染空间滞后项对公众健康影响的估计系数ꎬ λ１ꎬλ２ꎬꎬ

λｎ－１ꎬλｎ 代表待估算门槛值ꎬ Ｘ 代表各控制变量ꎬ β 代表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ꎬ μｉ 代表不可

观测的个体效应ꎬ εｉｔ 代表白噪声ꎮ

空间权重矩阵反映了空间单元之间的交互关系强度和类型ꎬ其设定是空间计量模型的核

心ꎮ 为了对大气污染的健康效应进行系统分析ꎬ本文构建四个空间权重矩阵: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地理与经济的嵌套矩阵和地理经济距离矩阵ꎬ并将各个矩阵行标准化处理ꎮ

根据各个省份相邻与否ꎬ以相邻为 １ꎬ不相邻为 ０ 的原则构建地理距离矩阵Ｗ１ ꎬ反映大气污染

的地理传播影响ꎻ考虑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联系的事实ꎬ以两个地区之间的人均 ＧＤＰ 差值的

倒数构建经济距离矩阵 Ｗ２ ꎬ其中人均 ＧＤＰ 为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人均 ＧＤＰ 的平均值ꎻ由于仅考虑

地理或经济因素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ꎬ根据公式Ｗ３ ＝ φＷ１ ＋ １ － φ( ) Ｗ２ ０ < φ ≤ １( ) 和Ｗ４ ＝

Ｗ１ × Ｗ２ ꎬ分别构建地理与经济嵌套矩阵和地理经济矩阵ꎬ为了简化模型ꎬ φ ＝ １ / ２(邵帅等ꎬ

２０１６)ꎮ

(二)数据来源

为了解决大气污染 ＰＭ２.５颗粒物浓度历史数据缺失问题ꎬ本文从加拿大戴尔豪斯大学大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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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成分分析组下载基于卫星监测下的全球 ＰＭ２.５栅格数据ꎬ并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提取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６ 年中国 ３０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地区)历年年均 ＰＭ２.５具体浓度数值ꎻ其余数据

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ꎮ

(１)被解释变量ꎮ 之前大量文献都选取居民死亡率、预期寿命、呼吸系统疾病患病率等变

量表征公众健康ꎬ关于大气污染对婴儿群体健康的影响ꎬ相比国外较为丰富的研究文献ꎬ国内

对于这一群体的文献相对匮乏ꎮ 大量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大气污染对刚出生婴儿群体的生命

体征存在不利影响(Ｐｏｐｅꎬ２０００ꎻＳｔｉｅｂ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ꎻＭｅｄｅｉｒｏ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ꎬ而国

内胎教、孕产等行业的兴起表明公众越来越重视怀孕期间(或刚出生)婴儿的健康ꎮ 综合上述

原因ꎬ同时考虑到统计资料的限制ꎬ本文选取处于围产期这一重要时期的婴儿作为研究对象ꎬ

并以其死亡率作为公众健康的代理指标ꎮ 理论意义上ꎬ中国当前面临着“未富先老”的人口老

龄化危机和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暂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事实ꎬ本文的研究将为保障即将出

生(或者刚出生)新生儿健康提供理论依据ꎬ希望进一步提高对于新生儿健康的重视程度ꎬ缓

解“人口坍塌”危机ꎮ

(２)核心解释变量ꎮ 大气污染ꎬ尤其是颗粒直径较小和依附性较强的 ＰＭ２.５颗粒物ꎬ会对

人体健康造成巨大危害ꎮ 众多流行病学研究表明ꎬ暴露于高浓度 ＰＭ２.５颗粒物下会破坏人体

的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ꎬ导致呼吸疾病、支气管炎、心血管疾病和早逝的发生ꎮ 近些年频繁

爆发的短期高浓度雾霾重污染事件证实了上述研究ꎬ而 ＰＭ２.５作为雾霾天气的主要“元凶”必

然难辞其咎ꎬ故本文选取 ＰＭ２.５浓度作为大气污染的代理指标ꎮ ＰＭ２.５主要有两点区别于其他

大气污染颗粒物的特征:①ＰＭ２.５污染物是主要的大气污染颗粒物ꎬ相比其他种类的大气污染

物ꎬ它们更容易滞留在大气中ꎬ对公众健康造成不利影响ꎻ②ＰＭ２.５颗粒物的直径很小ꎬ能够进

入人体的呼吸道ꎬ长期的潜伏会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ꎮ

(３)其他控制变量ꎮ 经济增长会改变居民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以及观念ꎬ从而影响到居

民的健康ꎮ 本文选取人均 ＧＤＰ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２００２ 年不变价)ꎬ地区居民收

入越高ꎬ越有能力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ꎬ从而最大程度上降低大气污染的健康威胁ꎬ因此预测

人均 ＧＤＰ 的系数为负ꎻ医疗卫生水平将会影响居民健康水平ꎬ每千人医生数量、每千人拥有

门诊数等都曾被学者用于衡量医疗卫生水平(王俊、昌忠泽ꎬ２００７)ꎬ参考孙涵等(２０１７)研究ꎬ

本文选取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作为地区医疗卫生水平的指标ꎻ人口密度也是影响公众健

康的一个重要因素ꎬ人口数量的增加会使个人所享受到的医疗资源减少ꎬ故预测人口密度系

数为正ꎻ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越高ꎬ表明公众对自身健康投入越高ꎬ健康越有保障ꎬ估

计其系数为负ꎻ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公众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ꎬ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越有

意识去保护自己的健康ꎬ因此预期其系数为负ꎮ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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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说明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ｗｃｅ 围产儿死亡率(‰) ４５０ ２.０３６ ０.４６６ ０.７６５ ３.２１１

ｌｎｐｍ２.５ 大气污染浓度(微克 / 立方米) ４５０ ２.０３６ ０.４１３ ２.６０８ ４.４７４

ｌｎｇｄｐ 经济发展水平(元) ４５０ ９.８４６ ０.６７６ ８.０８９ １１.４５６

ｌｎｈｏ 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人 / 千人) ４５０ １.５２５ ０.３４８ ０.６９３ ２.７３８

ｌｎｐｄ 人口密度(人 / 平方公里) ４５０ ５.４２１ １.２５６ ２.０２７ ８.２５０

ｌｎｈｅ 医疗支出占消费比重(％) ４５０ １.９６４ ０.２５０ １.１５２ ２.５３３

ｌｎｅｄｕ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４５０ ２.１３８ ０.１１６ １.７９８ ２.５１０

三、实证研究

(一)大气污染浓度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对大气污染浓度的空间相关性进行验证ꎬ可得地理矩阵(Ｗ１)、地理与经济嵌套矩阵(Ｗ３)

和地理经济矩阵(Ｗ４) 下的莫兰指数均为正ꎬ且通过 １％ 的显著性水平ꎬ说明大气污染分布呈

现出高 － 高集聚和低 － 低集聚的空间正相关特征ꎮ 经济矩阵(Ｗ２) 下的莫兰指数为负且不显

著ꎬ说明大气污染的空间相关性没有表现为经济发展上的空间关联特征ꎬ而是地理空间关联

及地理和经济的综合空间相关性ꎬ这与邵帅等(２０１６)研究结果一致ꎮ 因此ꎬ后文的模型仅分

析地理矩阵、地理与经济嵌套矩阵和地理经济矩阵三种矩阵下的实证结果ꎮ 图 １ 以地理与经

济嵌套矩阵为例ꎬ分别给出了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省域间 ＰＭ２.５浓度分布的莫兰指数散点图ꎬ横

轴表示标准化的 ＰＭ２.５浓度值ꎬ纵轴表示 ＰＭ２.５浓度值的空间滞后项ꎮ

　

图 １　 地理与经济嵌套矩阵下中国省域大气污染莫兰指数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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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结果

１.内生性问题来源及处理

影响公众健康的因素有很多ꎬ汽车尾气、天气条件、烟草消费等都可能对公众健康产生影

响ꎬ因此考虑大气污染浓度存在测量误差及模型存在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ꎬ本文选取 １０ 米

高风速作为大气污染浓度的工具变量ꎮ 下载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 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库

提供的 ０.７５°×０.７５°网格的 １０ 米高风速栅格数据ꎬ然后根据中国各个省份经纬度与其进行匹

配ꎬ最终得到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各个省份历年年均 １０ 米高风速(ｌｎｓｉ１０)ꎮ 由于风速仅仅取决于空

气流通等自然条件ꎬ可以相信风速除了通过影响大气污染进而影响健康之外ꎬ与健康不存在

其他作用机制ꎬ１０ 米高风速作为大气污染的工具变量保证了其外生性ꎮ

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结果

假设工具变量有效的前提下ꎬ本文进行了异方差稳健的 ＤＷＨ 检验ꎬ结果显示大气污染浓

度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ꎮ 因此以 １０ 米高风速作为大气污染浓度的工具变量ꎬ构建模型进行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ꎬ表 ２ 报告了其回归结果ꎮ 列(１)、(２)、(３)和(４)分别代表不考虑大

气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地理矩阵、地理与经济嵌套矩阵和地理经济矩阵下模型(１)的输出结

果ꎮ 第一阶段回归的 Ｆ 值均大于 １０ꎬ且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ꎬ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不存

在弱工具变量问题ꎻ１０ 米高风速系数均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ꎬ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与内生

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ꎮ 下文以地理矩阵为例进行说明ꎮ

大气污染浓度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大气污染物 ＰＭ２.５浓度的增加会提高围产儿死亡率ꎬ

对居民健康产生不利影响ꎬ这与陈晓等(２０１２)研究结论一致ꎮ 妊娠期的母体作为易受周围空

气影响的群体ꎬ长期暴露于大气污染中会对围产儿健康造成不利影响ꎬＰＭ２.５进入母体后ꎬ可通

过引起系统性的氧化应激、炎症反应、血液流变学和动力学的改变ꎬ对胎儿的健康造成危害

(陈仁杰、阚海东ꎬ２０１３)ꎮ 有研究表明ꎬＰＭ２.５浓度每升高 １０μｇ / ｍ３ꎬ将导致早产风险增加 １５％

(Ｓａｐｋｏｔ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ꎮ 大气污染空间滞后项 (Ｗ１ ｌｎｐｍ２.５) 的系数为负ꎬ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ꎬ表明邻近地区大气污染浓度的提高对本地围产儿死亡率产生负效应ꎮ 空间单元之

间的经济和地理的空间关联特征会对大气污染的健康效应产生影响ꎬ围产儿死亡率不仅与本

地区大气污染浓度相关ꎬ且与临近地区大气污染浓度相关ꎮ 大气污染浓度的系数代表空间计

量模型中的直接效应ꎬ大气污染浓度空间滞后项的系数代表间接效应ꎬ由上述表 ２ 列(２)可

知ꎬ直接效应为 ０.８８５ꎬ间接效应为－０.８２２ꎬ而总效应等于直接效应加间接效应ꎬ由此可得大气

污染对于公众健康的总效应为 ０.０６３ꎬ可见大气污染会增加围产儿死亡率ꎮ 另外ꎬ比较列(１)

可以得出ꎬ在不考虑大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居民健康的情况下ꎬ会低估本地区大气污染

对于本地区居民健康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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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ｗｃｅ ｌｎｗｃｅ ｌｎｗｃｅ ｌｎｗｃｅ ｌｎｗｃｅ ｌｎｗｃｅ

Ｗ１ ｌｎｐｍ２.５ － ０.８２２∗∗∗

(０.２９０)

Ｗ３ ｌｎｐｍ２.５ － ０.３５４∗∗∗

(０.１２８)

Ｗ４ ｌｎｐｍ２.５ ０.４６９

(０.１４３)

Ｗ５ ｌｎｐｍ２.５ － ０.７０４∗∗∗

(０.２６９)

Ｗ６ ｌｎｐｍ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ｌｎｇｄｐ － ０.４２７８∗∗∗ － ０.２８０４∗∗∗ － ０.３８４５∗∗∗ － ０.４４６７∗∗∗ － ０.３５０∗∗∗ － ０.４２７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６)

ｌｎｐｍ２.５ ０.５８７∗∗∗ ０.８８５∗∗∗ ０.６５１∗∗∗ ０.５４１∗∗∗ ０.６７０∗∗∗ ０.５８５∗∗∗

(０.１４７) (０.２７８) (０.１７２) (０.１３５) (０.１８４) (０.１４２)

ｌｎｈｏ ０.２１７∗∗∗ ０.２７０１∗∗∗ ０.２１６∗∗∗ ０.２８９∗∗∗ ０.１７０∗∗∗ ０.２１８∗∗∗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２)

ｌｎｐｄ － ０.２７５６∗∗∗ － ０.２４７８∗∗∗ － ０.２６４∗∗∗ － ０.２８３∗∗∗ － ０.２８１∗∗∗ － ０.２７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４)

ｌｎｈｅ － ０.５０７∗∗∗ － ０.６３６∗∗∗ － ０.５４４∗∗ － ０.５２４∗∗∗ － ０.４８８∗∗∗ － ０.５０６∗∗∗

(０.１１１) (０.１７４) (０.１２７)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０)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１２ － ０.４２２ － ０.０３０ － ０.１６６ － ０.０４１ － ０.０１１

(０.３１３) (０.３５４) (０.３２３) (０.３０５) (０.３２０) (０.３１２)

ｃｏｎｓ ６.２９８１∗∗∗ ７.６５１７∗∗∗ ６.９９６１∗∗∗ ５.３３１１∗∗∗ ７.９４５３∗∗∗ ６.３００１∗∗∗

(０.５６２) (０.５４７) (０.５５７) (０.６６４) (０.６４５) (０.５５８)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ｌｎｓｉ１０ ０.４６６∗∗∗ ０.３０６∗∗∗ ０.４３５∗∗∗ ０.４９３∗∗∗ ０.４０７∗∗∗ ０.４８０∗∗∗

(０.０８７) (０.３５３)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７)

Ｆ 值 ２８.３６８２∗∗∗ １５.８４８４∗∗∗ ２６.４２８∗∗∗ ３２.４３５２∗∗∗ ２３.３９２３∗∗∗ ３０.５９２９∗∗∗

观测值数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６０ ４５０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ꎻ∗表示通过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ꎬ∗∗表示通过 ５％的显著性检验ꎬ∗∗∗表示通过 １％的显著

性检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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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系数显著为负ꎬ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围产儿死亡率ꎮ 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地区的居民对于高空气质量的要求和政府想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夙愿促使政府采

取相关措施降低管辖地区的大气污染现状ꎻ与此同时ꎬ居民自身有资金来预防大气污染危害ꎬ

比如购买空气净化器、防雾霾口罩等ꎮ Ｚｈａｎｇ 和 Ｍｕ(２０１８)研究发现ꎬ空气质量指数每上升

１００ 个单位ꎬ各类口罩的总销售量会增加约 ５４.５％ꎬ其中防雾霾口罩的销售量增加约 ７０.６％ꎮ

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量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并未抑制围产儿死亡率ꎬ

反而加剧了围产儿死亡率的上升ꎬ说明政府医疗卫生投入的加大并没有惠及老百姓ꎬ可能的

原因在于:第一ꎬ居民生活成本和压力上升ꎬ大部分收入都被用于偿还房贷和进行下一代的教

育投资ꎬ对自身健康投资较少ꎻ第二ꎬ工作压力和工作中的就业歧视促使已有身孕的公司女职

员不能投入很多精力来改善自身健康状况ꎬ导致其没有享受政府医疗投入ꎬ进而形成了“供需

畸形”的状态ꎮ 人口密度的增加没有成为增加围产儿死亡率的因素之一ꎬ且医疗卫生支出占

消费比重的增加降低了围产儿死亡率ꎬ提高了居民健康水平ꎮ 人均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对围产

儿死亡率的影响不显著ꎬ可能的原因在于教育转变居民健康观念需要时间ꎮ

另外ꎬ采用地理与经济嵌套矩阵时ꎬ结果并无太大差异ꎻ采用地理经济矩阵时ꎬ大气污染

空间滞后项的系数不显著ꎬ故下文不再报告其实证检验结果ꎮ

３.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上述结果的稳健性ꎬ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ꎮ 以各省经纬度构建

地理距离矩阵 Ｗ５
①ꎬ大气污染浓度 ＰＭ２.５在地理上具有空间溢出效应ꎬ预期其输出结果与之前

结果相近ꎬ表 ２ 列(５)是稳健性输出结果ꎬ结果显示结论并无大差异ꎻ为了排除上述结果受到

人为设定影响ꎬ构建一个随机空间权重矩阵 Ｗ６ 进行安慰剂检验ꎬ由于大气污染浓度表现为特

定的空间相关关系ꎬ故采用随意的空间权重矩阵会导致实证结果出现差异ꎬ表 ２ 列(６)证实了

这一观点ꎮ

综上可知ꎬ大气污染浓度严重威胁到居民的健康生活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等变量对

围产儿健康产生积极影响ꎬ但大气污染的空间滞后项对本地区的围产儿死亡率作用系数显著

为负ꎬ即临近地区大气污染浓度的上升会显著降低本地区围产儿死亡率ꎮ 针对这个“反常”结

论ꎬ笔者作出如下解释ꎮ 本地区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ꎬ一是本地区汽车尾气排放、污

染产业排污等ꎻ二是临近地区大气污染的传播ꎬ很多学者验证了大气污染的地理传送性ꎮ 正

是由于政府和居民都知道大气污染具有空间溢出效应ꎬ即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浓度增加会提

高本地区大气污染浓度ꎬ因此ꎬ为了应对周围地区大气污染传输的影响ꎬ本地区居民和政府会

９７

①参考 Ｖｅｇａ 和 Ｅｌｈｏｒｓｔ(２０１５)ꎬ运用毕达哥拉斯定理构建经纬度地理距离矩阵ꎬ公式为:ａ２＋ｂ２ ＝ｃ２ꎬ其中 ａ
为经度ꎬｂ 为纬度ꎬｃ 为两地区间的距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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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更加严厉的防护措施保障居民健康不受危害ꎬ如在制定保护措施和排污标准时会同时考

虑本地区自身大气污染浓度和周围地区传送来的大气污染ꎮ 也就是说ꎬ临近地区大气污染的

扩散因素促使本地区政府和居民采取更加严格的保障措施ꎬ从而间接提高了居民的健康水

平ꎬ降低了围产儿死亡率ꎮ 既有研究表明ꎬ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会导致居民观念认知的不同ꎬ

个体收入的不平等会带来健康、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平等(解垩ꎬ２００９)ꎬ从而会导致不同的健康

结果ꎮ 因此ꎬ笔者认为当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同区间时ꎬ政府和居民在接收到临近地

区的高污染信息后会采取不同的决策ꎬ这些决策方法导致了不同的健康差异ꎮ 故下文以本地

区围产儿死亡率为被解释变量ꎬ大气污染浓度空间滞后项为核心解释变量ꎬ本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为门槛变量来构建面板门槛模型ꎬ试图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邻近地区大气污染

浓度对本地区围产儿死亡率的影响ꎮ

(三) 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结果

运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０ 反复抽样 ３００ 次ꎬ对面板门槛模型(２)式进行检验ꎬ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

平下ꎬ大气污染浓度空间滞后项对围产儿死亡率的非线性关系ꎮ 检验和估计结果见表 ３ 和

表 ４:

　 　 表 ３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空间权重矩阵 门槛模型 ＢＳ 次数 Ｆ 值 Ｐ 值 １％ ５％ １０％

地理矩阵

单一门槛 ３００ １４５.０６ ０.００ ３５.０４ ４５.３７ ６２.５３

双重门槛 ３００ ６３.６５ ０.０２ ２８.５２ ３４.６４ ６８.２４

三重门槛 ３００ １９.１９ ０.６０ ５７.５４ ７４.７３ １０８.４０

地理与经济嵌套矩阵

单一门槛 ３００ １３８.１６ ０.００ ３３.７８ ４４.６１ ７４.５４９

双重门槛 ３００ ６３.９０ ０.０１ ３０.０６ ３８.１５９ ５３.７６５

三重门槛 ３００ １８.２３ ０.６７ ６１.８１ ７１.７８６ １１２.７１０

　 　 表 ３ 是采用地理矩阵和地理与经济嵌套矩阵下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ꎮ 可知ꎬ地理矩阵下

双重门槛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检验ꎬ说明该模型存在双重门槛效应ꎻ地理与经济嵌套矩阵下双

重门槛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检验ꎬ说明此空间权重矩阵下存在双重门槛效应ꎮ 表 ４ 列(１)和列

(２)分别代表地理矩阵和地理与经济嵌套矩阵下双重门槛模型的估计检验结果ꎮ 以列(１)为

例ꎬ可见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ꎬ临近地区大气污染浓度对于本地区围产儿死亡率的影响程

度确实存在差异性ꎮ 具体而言ꎬ当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低门槛时ꎬ邻近地区大气污染浓

度对于本地区围产儿死亡率的估计系数为负ꎬ相邻地区大气污染浓度的上升会降低本地区围

产儿死亡率ꎬ但系数不显著ꎻ当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高低门槛值之间时ꎬ邻近地区大气污

染浓度对本地区围产儿死亡率的估计系数为负ꎬ且通过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ꎻ当本地区经济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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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高于高门槛值时ꎬ临近地区大气污染浓度对本地区围产儿死亡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负ꎬ且大于处于中间门槛区间的门槛变量系数ꎬ表明随着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ꎬ临近地区

的大气污染浓度对本地区围产儿死亡率的抑制作用越强ꎮ

　 　 表 ４ 门槛模型输出结果

空间权重矩阵
地理矩阵 地理与经济嵌套矩阵

(１) (２)

门槛变量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ｇｄｐ

核心解释变量 Ｗ１ ｌｎｐｍ２.５ Ｗ３ ｌｎｐｍ２.５

门槛值

ｌｎｇｄｐ ≤ ８.９０２

－ １.６０２

(１.２２４)

８.９０２ < ｌｎｇｄｐ ≤ ９.３５７

－ ２.５７８∗∗

(１.２１０)

ｌｎｇｄｐ > ９.３５７

－ ３.１００∗∗

(１.２０８)

ｌｎｇｄｐ ≤ ８.９０２

－ １.３３８

(１.２８９)

８.９０２ < ｌｎｇｄｐ ≤ ９.３５７

－ ２.２９６∗∗

(１.２７０)

ｌｎｇｄｐ > ９.３５７

－ ２.８１９∗∗

(１.２６５)

控制变量 有 有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ꎻ∗表示通过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ꎬ∗∗表示通过 ５％的显著性检验ꎬ∗∗∗表示通过 １％的显著
性检验ꎮ

由上可知ꎬ临近地区大气污染浓度对于本地区围产儿死亡率的抑制影响随着本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上升趋势ꎮ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ꎬ大气污染的空间滞后项的作

用系数为负ꎬ但不显著ꎬ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ꎬ系数增大且愈加显著ꎮ 可能的原因是:当

临近地区大气污染浓度升高时ꎬ会对周围地区产生“警示作用”ꎬ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对于这种“警示作用”更加敏感ꎮ 接受到临近地区大气污染浓度上升的信息后ꎬ本地区政府会

采取预防措施来改善空气质量ꎬ且居民会采取防护性手段保护自己不受大气污染的影响ꎬ从

而从外部和自身两个方面保障了公众健康ꎬ降低了围产儿死亡率ꎮ 另外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地区更有可能实施对抗周围地区空气污染蔓延的防护性方案ꎬ比如提前进行街道洒水、多

种植植被等措施ꎬ从而保障居民健康ꎮ 因此ꎬ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ꎬ临近地区大气污染浓

度对本地区围产儿死亡率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负相关性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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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门槛样本数量分布

为了更好地显示出各个门槛样本数量的变化趋势ꎬ描绘其门槛样本数量折线图ꎬ见图 ２ꎮ

由图 ２ 可知ꎬ处于低门槛区间的样本数量呈现陡峭的下降趋势ꎬ在 ２０１０ 年ꎬ该区间下的样本

数量下降为 ０ꎻ处于中门槛区间的样本数量呈现“倒 Ｕ”型ꎬ其样本数量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ꎬ

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ꎬ仅剩贵州省处于此门槛区间ꎻ处于高门槛区间的样本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上

升趋势ꎮ 在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低门槛区间时ꎬ临近地区大气污染浓度和本地区围产儿

死亡率是负相关关系ꎬ但不显著ꎬ其样本数量呈下降趋势ꎻ在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门槛

区间时ꎬ临近地区大气污染浓度对本地区围产儿死亡率的作用变为显著的抑制作用ꎻ在本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高门槛区间时ꎬ其抑制作用变得更加强烈ꎬ并且处于此区间的样本数量

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ꎮ 处于低门槛区间的样本数量的不断下降和处于高门槛区间的样本数

量的持续上升ꎬ促使抑制作用越来越大ꎬ导致了临近地区大气污染浓度对于本地围产儿死亡

率的系数显著为负ꎮ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大气污染正在严重威胁居民健康ꎬ识别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

以围产儿死亡率作为公众健康的有效代理指标ꎬ采用空间自滞后模型识别大气污染及其滞后

项对围产儿死亡率的影响ꎮ 研究结果表明:(１)我国大气污染 ＰＭ２.５颗粒物浓度的分布呈现出

地理及地理和经济下的高－高和低－低的集聚特征ꎻ(２)本地区大气污染浓度的上升会增加本

地区围产儿死亡率ꎬ但是临近地区大气污染的上升对其表现出降低作用ꎬ结合两种作用发现

临近地区大气污染浓度的提高对本地区围产儿死亡率所表现出来的降低作用不足以抵消本

地区大气污染上升对其产生的增加作用ꎬ总的来说大气污染浓度上升会增加围产儿死亡率ꎻ

(３)在地理矩阵和地理与经济的嵌套矩阵下ꎬ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双重门槛ꎬ且随着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ꎬ临近地区大气污染浓度提升对本地区围产儿死亡率的抑制作用愈大且愈显著ꎻ(４)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医疗支出占消费比重的提升和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有利于降低围产儿死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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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ꎬ人口密度增加并没有增加围产儿死亡率ꎬ每千人医疗卫生人员的增加反而提高了围产

儿死亡率ꎮ 基于上述结论ꎬ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来改善空气质量、提高孕妇围产儿健康

水平:

第一ꎬ建议对大气污染来源上游实行严格合理的奖惩制度ꎬ从而降低大气污染浓度ꎬ提高

围产儿健康水平ꎮ 比如ꎬ针对严重依赖于环境资源、排污较严重的企业ꎬ政府可以按照各个行

业的边际污染治理成本进行区别征税ꎬ将税收所得投入到“健康中国”的建设中去ꎬ进一步完

善孕产妇医疗保健体系ꎮ

第二ꎬ在相邻各省之间建立信息共享平台ꎬ在发现有大规模的大气污染天气后ꎬ相邻地区

能同速度地接受到消息ꎬ并针对消息作出迅速而有效的措施ꎮ 加大健康教育宣传ꎬ建立层层

宣传机制ꎬ从政府部门到基层社区形成有效的学习途径ꎬ定期进行安全教育讲座学习ꎮ 公共

卫生部门可以在重雾霾天气免费发放空气污染防护性用品ꎬ降低个体群体由大气污染带来的

经济损失ꎮ

第三ꎬ提高孕妇群体的社会福利ꎬ比如定期免费对孕产妇群体进行身体及胎儿检测ꎬ另外

要增加孕产妇医疗资源的投入ꎬ提高妇科医师数量与质量ꎬ并且要正确疏导孕产妇由于过分

注重居住环境大气污染导致的心理上的焦虑和不安ꎬ从生理和心理上全方位地进行保护ꎮ 对

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要注重绿色 ＧＤＰ 的发展ꎬ在保证环境不受危害的同时稳而有

序地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ꎬ最大限度地减少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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